【修缮中文题名、摘要、关键词后对应修改相应的英文内容】
【科技论文题目不宜使用疑问句的形式。论文题目应该提供论文研究主题内容和取得的主要成果的更多信息，是对论文核心内容的符合语言逻辑的简要表达，突出“谁”和“什么”】

基于技术调解理论的维贝克伦理建构性技术评估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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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维贝克超越建构性技术评估思想和伦理技术评估思想提出伦理建构性技术评估思想。他认为，伦理技术评估思想的局限在于限制技术开辟新道德形式的可能性，其方法也过度依赖清单法，可能导致低估技术的道德复杂性，无法解决超出预期的伦理后果。他以环绕式人技关系为逻辑起点、技术调解为逻辑内核重构技术评估理论，提出一种实质为技术伴随的伦理建构性技术评估思想，不仅在宏观上关注技术对道德框架和社会进程的影响，也在微观上关注技术对用户日常生活的影响，即从人与技术关系的内部解决伦理问题。尽管伦理建构性技术评估方法遭受质疑，认为它简化了人与技术的关系、给技术评估带来新问题，甚至可能颠覆技术评估，但这一评估方法为解决技术评估正面临的结果主义危机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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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Ethical-Constructive Technology Assessment is Possibl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Verbeeck's Technological Mediation Theory
Zeng Qingdi, Chen Xintian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Verbeck puts forward the thought of ethical-constructive technology assessment beyond the idea of constructive technology assessment and ethical technology assessment. He argues that, the limitations of ethical technology assessment lie in limiting the possibilities of technology to open up new forms of morality, and its approach also relies too much on the checklist method, which can lead to underestimating the moral complexity of technology and failing to address the ethical consequences beyond expectations. He reconstructs the theory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with the wrap-around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ship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technological mediation as the logical core, and puts forward an ethical-constructive technology assessment idea that is essentially technology accompaniment. It focuses not only on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on ethical frameworks and social processes at the macro level, but also on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on the daily lives of users at the micro level, that is, to solve ethical issues from the insid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technology. Although the ethical constructive technology assessment approach has been questioned as simpl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technology, bringing new problems to technology assessment, and possibly even subverting technology assessment, it provides a new way of thinking about solving the consequentialist crisis that technology assessment is facing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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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由于认识到对特定技术进行评估以便了解并规范其影响的必要性，技术评估（technical assessment, TA）方法被开发出来作为帮助人们预测技术后果、规避技术风险的重要工具。现代技术评估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风行的技术预测（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通过预测技术发展的趋势来帮助公司或政府制订技术的投资计划。技术评估最初以政策分析工具形式出现，初衷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技术，防止其对社会、环境等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以此便于决策者在展开决策工作时审慎考虑相应的技术后果，进而为科技政策的设计给出必要的信息参考【确认此处有关概念内涵阐述无引用；否则，补标引著录有关参考文献】。这是传统技术评估的主要内涵，通常也被叫作预警性或察觉性技术评估（warning TA／awareness TA）。在传统TA取得系统成果的同时，其所具有的局限性也随之显现：其一，传统的技术评估工作要想顺利展开，需要保证技术更新换代的具体进度及相应的技术影响处于能够被预测的范围内，而许多现代技术危机的发生是难以预见的，于是与其相关的技术评估也随之变得毫无价值；其次，传统技术评估的过程嵌入过多的个人价值判断，由此对技术发展的预测结果产生一定的阻碍，TA很难站在完全客观的立场来判断技术可能带来的影响，因而也就难以给决策者可供依循的客观参考。

以20世纪八十年代为起点，TA不再仅被视为在具体决策工作中存在的一种客观、中立的输入因素，而被视为一种具备管理技术功能的战略工具，在此情况下，不同于以往的TA模式也随之崛起：无论是技术开发商还是各方社会力量都就具体的技术应用实践展开了不同形式的跨界探讨，从而为相关技术的应用以及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这些新的TA模式不仅进行评估与报告的工作，还让利益相关者投入到具体的技术决策工作中，在讨论的过程中建构相关技术。这种类型的TA一般被叫作建构性技术评估（constructive technology assessment, CTA）。具体来看，CTA指的是调动各类社会因素的力量，使其在长期投入的过程中始终以技术和社会发展这二者之间最为有利的结合为目标，来为技术决策工作积极献力【确认此处有关概念内涵阐述无引用；否则，补标引著录有关参考文献】。虽然CTA已经检查了新技术对安全、健康或环境方面“可量化风险”的影响，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些技术的伦理影响，对此，伦理学家和哲学家试图通过引入伦理技术评估 (eTA) 工具来填补这一空白。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瑞典哲学教授艾琳·帕姆（Elin Palm）和斯文·欧维·汉森（Sven Ove Hansson）提出的伦理技术评估（eTA）构想。

但是，荷兰技术哲学家彼得·保罗·维贝克（Peter-Paul Verbeek）【补标引著录原始来源文献。注意如相关文献为图书，需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同一图书文献多次被引用的，每次引用的处应标注本次引用的具体页码】认为，在TA研究中纳入伦理影响是重要而及时的，然而eTA设想仍存有诸多困难。他根据技术调解理论提出伦理建构性技术评估（eCTA）这一新的技术评估思路，试图回应和进一步补充帕姆和汉森提出的eTA构想。维贝克的eCTA思想引起学界的重大关注，也引发了诸多争议与诘难。本研究通过从维贝克对帕姆和汉森的批评入手，进而阐释其提出的伦理建构性技术评估思想的内在思路和逻辑，最后围绕相关争论对eCTA进行总体述评，旨在为进一步推进技术评估在伦理方向的发展提供参考。
1  维贝克对伦理技术评估（eTA）的批判

维贝克的伦理建构性技术评估构想奠基于对帕姆和汉森的eTA批评中。鉴于以往技术评估模式对于伦理问题的忽视，帕姆和汉森[1]认为eTA应该作为一种工具，在技术发展的早期阶段识别新技术的不利影响。eTA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描述一种新兴技术的伦理方面，识别与新技术相关的潜在伦理问题，以便在设计过程中用来调整技术，从而避免可能存在的伦理问题；同时，它还可以被用作对某项特定技术进行决策的基础。为了达到这一效果，帕姆和汉森【补标引著录原始来源文献。注意如相关文献为图书，需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同一图书文献多次被引用的，每次引用的处应标注本次引用的具体页码】开发了一个涵盖了最常见问题的清单，将其作为一个预警系统，在技术开发的早期阶段进行对照检查与评估。然而，在维贝克看来，eTA方法仍存在一些问题，因为eTA依赖的清单方法主要是对新技术所对应的道德评估范围进行一定程度地收缩，使其缩小到评估预先定义的道德问题列表，在此过程中，它们通常处于技术开发过程之外，而未能将技术伦理与技术发展过程更紧密地联系起来[2]。这种方法缺乏对微观层面的技术过程影响的分析，特别是对人与技术关系的影响。在维贝克看来，eTA方法存在如下3个层面的缺陷。

1.1  eTA限制技术开辟新道德形式的可能性
所谓道德形式，是一种人们表现情感和行为的习惯[3]。新技术的使用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开辟新的道德形式，然而仅关注新技术不利影响的eTA方法将目光局限在了评估新技术如何违反现有规范和价值观，从而限制了其开辟新的道德形式的可能性【补标引著录原始来源文献。注意如相关文献为图书，需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同一图书文献多次被引用的，每次引用的处应标注本次引用的具体页码】。在阐述关于eTA构想的《伦理技术评估的案例（eTA）》一文中，帕姆和汉森【补标引著录原始来源文献。注意如相关文献为图书，需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同一图书文献多次被引用的，每次引用的处应标注本次引用的具体页码】表达了对技术的复杂性与不可控性的深深担忧：“技术的复杂性及其对社会的潜在影响已经导致了对技术的某种不确定性，有时甚至是恐惧，技术已经变得十分复杂，以至于我们已经缺乏提出相关问题所必需的洞察力”；他们甚至认为社会即将失去对技术这个“弗兰肯斯坦怪物”的控制，并展示了来自不同领域的共同担忧，例如社会学家威廉·菲尔丁·奥格本（William Fielding Ogburn）【补标引著录原始来源文献。注意如相关文献为图书，需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同一图书文献多次被引用的，每次引用的处应标注本次引用的具体页码】从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之间差距日益扩大的角度进行了讨论，指出新技术经常会产生以前未知的伦理问题和随之而来的关于允许性与社会组织的冲突。帕姆和汉森所开发的eTA旨在识别和解决上述与新技术相关的道德问题，对可能出现问题的技术保持警惕与批判，并找出替代方法；然而，他们只关注于技术可能带来的冲突与不利影响，却忽视了新技术可能开辟新的道德形式，忽略了技术与用户共同塑造未来的规范和价值观。

维贝克认为，技术不只有具有威胁性的一面，也可能会带来许多积极的影响，甚至开辟新的道德形式，而“仅解决不利影响的eTA方法会忽略这些积极影响”[2]。维贝克【补标引著录原始来源文献。注意如相关文献为图书，需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同一图书文献多次被引用的，每次引用的处应标注本次引用的具体页码】提出的“技术中介”概念表明，人类和周遭世界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技术的影响，个体无论在知觉还是行动方面也都持续受到来自技术力量的调节和作用，技术在与用户的交互过程中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复杂影响，包括积极影响。据此，在进行技术评估时，人类对于技术影响的理解需要更加深远，也需要考虑得更加全面，而不是简单地基于对技术负面影响的恐惧去创设出一套规范框架来批判和约束技术的发展。因此，帕姆和汉森的eTA构想是无法处理技术可能产生的复杂性后果。

1.2  eTA方法依赖于给定清单
eTA方法根据一套给定的、固定的道德原则和规则来评估新技术的潜在道德影响，这种清单方法过于简约【补标引著录原始来源文献。注意如相关文献为图书，需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同一图书文献多次被引用的，每次引用的处应标注本次引用的具体页码】。在学术史上，清单方法常被运用以确保一个理论的普遍性与操作性，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等都曾针对人权、自由权及基本善等理论列出一套清单。然而，这样的方法也遭到过诸多反对，例如埃里克·纳尔逊（Eric Nelson）[4]【根据以上文献引注增补情况修改引文序号，且注意文内文后一一对应。下同】就曾批判清单方法，认为列清单的行为是固有的宗派主义。而在技术哲学的领域中，德国技术哲学家阿明·格伦瓦德（Armin Grunwald）[5]认为当且仅当有一个全面的、清晰的、普遍接受的和事实上公认的规范框架时，技术发展中的步骤、决策和过程才没有道德反思的需求或必要性，这一框架必须在技术开发中得到遵循。为了提供这样一个规范框架，对一系列预先设定的伦理问题进行技术评估，eTA方法也给出了一个清单，包括了技术的9个关键的伦理方面：信息的传播和使用；控制、影响和权力；对社会接触模式的影响；隐私；可持续性；人类的繁衍；性别、少数民族和正义以及国际关系及其对人类价值观的影响[1]。

eTA清单方法存在的问题与其他清单方法所普遍存在的问题相一致。首先，低估了新技术道德影响的复杂性与变动性，没有考虑到道德原则可能会受到新技术的影响。美国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补标引著录原始来源文献。注意如相关文献为图书，需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同一图书文献多次被引用的，每次引用的处应标注本次引用的具体页码】在阐发后现象学（postphenomenology）理论中指出，技术能够对个体的知觉产生持续的调节性影响，在部分情况下甚至可能会高过个体对其功能范围的预计；维贝克的技术调解理论也表明技术有助于塑造道德框架，我们用于评估的道德标准会受到这些技术本身的影响。因此，对新技术的伦理影响的评估应该基于伦理、技术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动态考量，而非基于一个固定的清单。其次，清单所能列举的内容过于基础。正如罗尔斯的人权清单使得他的人权观往往被批判为“一种‘薄’的人权观”[6]，一套固定清单所能考虑并覆盖的内容十分基础且局限，仅涉及部分项目而无法涵盖所有情况。最后，清单中的一些抽象概念具有不确定性。在eTA清单中只给出了需要考虑的方向，却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实践标准；清单中的一些概念，如“社会接触模式”这一概念具体是指什么，帕姆和汉森也没有展开。针对这些缺陷，维贝克【补标引著录原始来源文献。注意如相关文献为图书，需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同一图书文献多次被引用的，每次引用的处应标注本次引用的具体页码】认为囿于清单的伦理审查往往只是后见之明，它的主要功能是为了事后纠责，并不能做到提前预估风险，而对于技术的道德工作不能仅限于从外部位置评估技术的道德质量，还要伴随从内部开发和实施技术。

1.3  eTA方法无法解决超出预期的伦理后果
不论是寻找新技术的潜在伦理问题还是对照清单进行识别，eTA采用的都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办法，并不能照顾到技术之间以及用户之间的差异【补标引著录原始来源文献。注意如相关文献为图书，需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同一图书文献多次被引用的，每次引用的处应标注本次引用的具体页码】。帕姆和汉森创建eTA的目的只是基于一个伦理检查表的规范框架以便“在技术发展的早期阶段提供负面伦理影响的指标”[1]，这会导致对技术及用户之间的多样性问题的忽视。就维贝克【补标引著录原始来源文献。注意如相关文献为图书，需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同一图书文献多次被引用的，每次引用的处应标注本次引用的具体页码】提出的技术所具有的调节分析功能而言，一项技术在不同地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被使用会带来不同的影响以及不可预见的伦理后果，因而，不同用户对新技术采用不同的使用或交互方式也可能产生不一样的效果。维贝克的思路主要是基于伊德的后现象学理论以及科学技术学学者马德琳·阿克里奇（Madeleine Akrich）和法国思想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工作。伊德所阐发的后现象学绝非仅限于技术诠释，更是带有文化诠释的内涵，也就是研究文化和文明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技术在社会中的显现方式，尤其一些技术手段在不同类型的文化环境中的应用可能会对文化产生一定的塑造作用，同一类技术手段在相异的文化环境中所表现出的使用方式在很多时候也是存在差异的，此便为技术所具有的多元稳定性【确认此处有关概念内涵阐述无引用；否则，补标引著录有关参考文献】。而阿克里奇[7]205-224【核实此处引用的具体页码】和拉图尔[8]225-258【核实此处引用的具体页码】则曾提出“脚本”概念来描述技术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如拉图尔[8]【此处补标注具体引用页码】认为就像电影或戏剧脚本一样，技术人工物规定了用户在使用它们时的行为。他们同时也指出，人们很少遵循技术中铭刻的使用方法，而是往往修改和绕过这些脚本[7]【补著录此处引用的具体页码】，[8]【补著录此处引用的具体页码】。富有创造力的用户会创新技术的使用方法或自己创造新技术，而另一些用户则可能出于一些原因而无法参与技术。然而，eTA却无法充分解决这一多样性问题及其导致的意想不到的伦理后果。 

2  维贝克伦理建构性技术评估的思想进路

为了解决上述eTA方法的缺陷，维贝克试图超越清单方法，提出了进一步发展伦理评估的eCTA方法。eCTA方法从技术调解理论出发，重视人与技术关系的影响，旨在以一种潜在的动态的方式对技术的伦理影响进行分析和评估，而不是根据一套不变的、给定的伦理原则进行分析和评估。eCTA方法包括对各种可能的调解形式的系统思考和评估，它从内部开始，即在开发、实施和使用技术时解决技术伦理问题，以便对新技术的理想未来作出明智的决定。

2.1  伦理建构性技术评估的逻辑前提：环绕式人技关系
要评估技术对人的影响，首要的逻辑前提是考量人与技术的关系。维贝克认为【补标引著录原始来源文献。注意如相关文献为图书，需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同一图书文献多次被引用的，每次引用的处应标注本次引用的具体页码】，当下的生活中，技术已然以一种环绕的方式伴随着人类。在《将技术道德化》一书中，维贝克[9]【补著录此处引用的具体页码】运用“环绕智能”这个概念来表达现代技术不仅已融入人们的生活，且已经相互联结并形成了一个所有设备可相互交流的智能环境的状态[10]。维贝克的这一想法是受到伊德后现象学工作的启发。伊德[11]曾总结了人类与技术人工制品之间的4种关系，具体包括：技术在人类用户与世界之间建立联系的具身关系、技术为人类提供现实表征的解释学关系、技术与人类作为两个独立主体进行交互的他者关系，以及技术主要发挥语境作用为人类的感知创造环境的背景关系。然而，随着当代技术的发展，维贝克意识到一些新兴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伊德所归纳的范畴，伊德的框架需要被扩展，因此，维贝克【补标引著录原始来源文献。注意如相关文献为图书，需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同一图书文献多次被引用的，每次引用的处应标注本次引用的具体页码】把伊德论述的人与技术4种关系看成从体现到背景的连续统一体，并在其两端添加了新的关系：比具身关系更亲密的是人类身体实际上与技术融合的赛博格关系[9] 【补著录此处引用的具体页码】。这样的技术与身体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边界是模糊的；在另一端的背景关系之外，还有可以被描述为沉浸式的关系。在这里，技术成为“感知”人类并以智能方式与他们互动的互动背景，这一背景并非由单个设备构成，而是一个所有设备相互交流的整体网络，这样的网络覆盖了人们的生活。至此，技术已经与人类的日常生活形成了一种环绕式的关系，处于这个环绕式网络中的每一项技术对于人们日常行为模式、对世界的理解，甚至所做道德选择与道德判断的影响都是无处不在的。

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技术哲学史的重要论题。20世纪初，技术哲学大多处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及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等技术哲学家们的影响之下，更多关注技术的诠释学和存在主义方面，在相关研究中，除了探究部分具体的技术人工制品实例以外，技术现象大多被视为一种强加于社会和历史秩序的抽象实体，关于技术的规范性判断大多是基于把技术视作对人类的巨大威胁或拯救人类的工具，从而选择完全放弃或支持技术。从20世纪中叶到20世纪末，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和伊德等现象学家开始考察人与技术关系的具体案例，探究技术对于人类对世界感知的调节作用。而如今，维贝克环绕式人技关系概念的提出，是结合当今科技发展形势对人技关系进行的全新思考与理解，也是对前人们的工作所作出的进一步发展与超越。

2.2  伦理建构性技术评估的逻辑内核：作为技术评估中介的技术调解

基于上述对人技关系的全新思考，维贝克【补标引著录原始来源文献。注意如相关文献为图书，需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同一图书文献多次被引用的，每次引用的处应标注本次引用的具体页码】认为伦理技术评估需要对技术作更为全面、更为复杂的评估，评估方法的内核是技术调解理论。技术调解理论是将技术视为人类与环境关系的中介与调解人，其能够在人和世界这二者间催生一定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将有助于塑造世界如何为人类服务，以及人类如何在世界上存在【确认此处有关概念内涵阐述无引用；否则，补标引著录有关参考文献】。根据技术调解理论，维贝克【补标引著录原始来源文献。注意如相关文献为图书，需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同一图书文献多次被引用的，每次引用的处应标注本次引用的具体页码】阐发了技术是如何作用人类的道德活动的，并指出主要存在两种基本的作用方式：一方面，技术可能带来新的伦理问题，如果没有某些技术，一些问题就不会存在；另一方面，技术可以被专门设计来改变人们的道德行为，例如一些说服性的技术被有意设计来影响人类的决策和行为，试图强迫或诱导用户以某种特定方式行动。这就对我们提出了两个需要重新思考的方向：首先，个体在应用技术的过程中应当始终秉持一种合理的意识，即不把人视为仅有的道德主体，片面地把技术视为中立存在的工具，需要看到技术所具有的意向性特征，看到技术所具有的力量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道德决策工作，无论在进行技术消费还是技术应用时都应当更为谨慎；其次，对于技术的开发者来说，应当把基本的道德意识与价值观念渗透在技术开发的过程中，通过对技术进行特定的设计，使技术在投入使用时能够促进社会良性发展。

维贝克技术调解理论的源头来自海德格尔等人的现象学工作及伊德的后现象学工作，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超越。如果说伊德所展开的工作更多的是描述性的，而在规范性方面稍显薄弱，那么相比之下，维贝克更多的是对其思路展开了规范性的调整。伊德关注的重点在于技术是怎样对个体的认识活动产生调节性影响的，维贝克关注的则是技术是怎样对个体的道德活动产生调节性影响的。根据现象学的一般传统，尤其对于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工作来说，意向性的概念使人类和世界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变得可见。伊德在阐发人和周遭世界之间的关系时，在现象学知识传统内加进了技术这一新的维度，其所提出的技术与人之间的4种关系同时也表明了意向性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伊德【补标引著录原始来源文献。注意如相关文献为图书，需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同一图书文献多次被引用的，每次引用的处应标注本次引用的具体页码】的工作发现意向性可以通过技术人工物起作用，它可以指向技术，也可以在技术的背景下发生，人类的意向性是通过一种技术手段来调节的，人类时常并不是直接体验世界的，而总是通过一个中介人工物来帮助塑造自己与世界的特定关系。在一些情况下，如果没有作为中介的技术设备，人类根本不可能获得某些体验。至此，伊德【补标引著录原始来源文献。注意如相关文献为图书，需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同一图书文献多次被引用的，每次引用的处应标注本次引用的具体页码】指出技术品所具有的调节性作用往往会影响个体的知觉经验，而维贝克【补标引著录原始来源文献。注意如相关文献为图书，需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同一图书文献多次被引用的，每次引用的处应标注本次引用的具体页码】认为如果个体所具有的知觉经验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技术力量的影响，甚至人类的一些社会活动也受其作用，那么个体的道德实践身为带有特殊性质的社会行为，也将会受到来自技术力量的调节性影响。此外，根据孕期超声波检查结果往往能够改变父母对腹中胎儿去留问题的决定这一案例，维贝克【补标引著录原始来源文献。注意如相关文献为图书，需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同一图书文献多次被引用的，每次引用的处应标注本次引用的具体页码】发现技术在特定的道德决策实践中不单单是以工具的形式来给出必要的信息基础，甚至可能改变人们原本的诉求。在此，技术意向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个体的意向性。基于技术对人们道德选择与道德判断的影响，维贝克才提出了技术调解理论。

对于技术评估而言，技术调解理论可以被用作一种启发式工具，提醒我们技术的潜在调解效果也应被纳入伦理技术评估的考虑范围内。运用了技术调解理论的技术评估不仅可以预测引入新技术的潜在调解效果，还可以预先将特定的中介效果设计到正在开发的技术中，主动地、有意识地控制技术可能带来的影响。这样的技术评估，无疑是具有超越性的。

2.3  伦理建构性技术评估的逻辑结论：技术评估是一种技术伴随
在维贝克看来，将技术调解理论运用在内的伦理技术评估应当是一种“技术伴随”[2]。由于技术调解理论决定了用于调解的框架不可能独立于它们所要评估的技术而存在，这就要求了这种评估必须是从内部的、伴随着技术而进行的评估。

维贝克的“技术伴随”概念来自比利时哲学家吉尔伯特·霍特斯（Gilbert Hottois）[12]。伦理学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其关注的重要话题已经不再局限于人类和技术这二者间的边界问题，更多的探讨渐趋转向怎样在这二者间搭建一定的关联上，在此背景下，需要探讨的已经不再只是研究技术应用背后的道德问题，而是更加全方位地思考与技术相伴随的人们的生活质量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维贝克【补标引著录原始来源文献。注意如相关文献为图书，需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同一图书文献多次被引用的，每次引用的处应标注本次引用的具体页码】认为，这样的伴随伦理学应当成为伦理技术评估未来的发展方向。当前的eTA方法是一种指向技术的外在主义者的方法，这一基础模式只考虑两个现实领域：人性和技术，而伦理学的主要工作就是避免技术对人类生活的侵入程度过深。eTA模式是一个广泛的守护者，它的工作是阻止不被希望的技术入侵，然而在技术调解理论的分析下，这个模式是不充分的。根据技术调解理论，由于技术不仅影响着人类的行动和对世界的诠释，而且还影响着人类的认识和价值观，譬如什么能被认可为一种道德义务、什么构成美好生活，以及应当拥有什么样的道德责任，因此，人类需要弄清楚他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主体，以及他们想要如何将自己与新技术联系起来，而不是禁止新技术的使用或无条件地接受它。

维贝克的技术伴随理论是对eTA方法的进一步发展，也可看作是技术哲学的“第三次转向”[13]。技术哲学的前两次转向分别是经验转向与伦理转向。经验转向使得技术哲学方面的探讨渐趋脱离了对技术条件这一因素的过度关注，而是将注意力放在技术本身上[14]；而伦理转向则开启了对技术在道德维度上的更为复杂的思考。eTA正是伦理转向后的产物，它已关注技术与道德之间的密切关系，已具有了一定的前瞻性；但与伦理转向中大多数伦理学家们的工作一样，eTA也仅仅是预测和评估技术对个人及社会价值的影响，包括幸福、隐私、安全、自主、平等、正义等方面。基于上述技术调解思想，维贝克【补标引著录原始来源文献。注意如相关文献为图书，需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同一图书文献多次被引用的，每次引用的处应标注本次引用的具体页码】认为，这些技术伦理学家以及eTA方法所具有的问题是，他们将抽象的道德价值观和理论视为既定的，并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简单地将其应用于人与技术关系的具体例子。对于这个缺陷，维贝克试图挑战技术伦理学家们在伦理领域和技术人工物领域中惯用的人本主义与主客二分法。就其观点而言，社会与道德价值所具有的意义不能也不该该脱离技术被使用的背景而被独立切割开来，我们不应该将伦理与技术对立起来，而应承认道德是人类主体和非人类客体的共同问题。

这样一种超越伦理转向的技术伦理学是一个伴随技术的伦理学，技术评估也不再是在传统意义上基于评估对象的外部评估。维贝克所提出的伦理建构性技术评估方法，不仅从宏观层面上关注技术在道德框架和社会进程方面的影响，也在微观层面关注其对用户日常生活的影响，即在技术使用层面评估技术如何调解人与世界的关系。eCTA方法放弃了传统的旁观评估视角，转而从技术伴随角度，从内部开始，在开发、实施和使用技术时解决技术伦理问题，同时从设计师的角度更加注重技术的设计与使用。

3  对维贝克伦理建构性技术评估思想的诘难

维贝克的伦理建构性技术评估思想提出后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也遭受诸多质疑。总体而言，学者们主要从维贝克对于人技关系的认识、技术调解理论是否合理以及伦理建构性技术评估是否能够真正改善技术评估面临的问题等方面提出质疑。

3.1  伦理建构性技术评估简化了人技关系
维贝克伦理建构性技术评估思想面临的第一个反对意见，是认为维贝克朴素的技术观简化了人技关系，并未实现对前人的超越。在批评者们看来，维贝克需要对人技关系进行更多的实质性探索。例如，悉尼科技大学的哲学家托尼·弗莱（Tony Fry）【补标引著录原始来源文献。注意如相关文献为图书，需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同一图书文献多次被引用的，每次引用的处应标注本次引用的具体页码】指出，一方面，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人技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厘清，甚至已经发生由“以人类为中心”的技术向“人类按照技术指令行动”的技术转变，由原先技术为人类服务转向工厂工人成机器的“保姆”并按照它们的指令行动。同样，许多领域正在尝试开发具有嵌入式情感的技术，例如研发情感人工智能。这些新技术已经处在技术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交汇处，而维贝克并没能对此作出有效的探索。

关于对前人的超越，批评者们则认为维贝克虽然在他的理论中自我强加了一些学术包装，例如继承并融合了拉图尔、伯纳德·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等哲学家们的思想，但对海德格尔思想的解读却很薄弱。海德格尔【补标引著录原始来源文献。注意如相关文献为图书，需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同一图书文献多次被引用的，每次引用的处应标注本次引用的具体页码】在谈及人与技术的关系时曾指出，技术是人类认识发展和进步的体现，其本质是人类获得真理，即“解蔽(去蔽)”的方式。这一关于技术本质的哲学思考实际上就是说技术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工具。维贝克声称要对海德格尔的这种先验现象学结论作出超越，想要打破先验的将人与技术视为主体与客体的主客二分法，从而提出了将技术视为人与世界的中介物的全新理解视角，然而在其批判者弗莱看来，维贝克也并没能跳出工具主义的思维。在弗莱[15]作为对维贝克《物何为》一书的回应文章“‘物-物哲学’与设计”中，她表示，“维贝克声称要超越的海德格尔的先验现象学并不是一种简单地通过修正的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的反思机制来解释世界的方法。相反，它显示出展现给我们的世界已经被解释了，不是由一个有意识的主体，而是由技术。这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能脱离技术框架独立地看待世界……我们已经被引导到技术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技术上铭刻的存在（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以他建议的方式进行调解）。”也就是说，维贝克呼吁将技术置于人类与世界两者之间作为中介的想法仍然是一种将技术视为工具的思路，只不过海德格尔将其视作认识的工具而维贝克将其视作调解的工具，本质上维贝克并没有实现对海德格尔的超越。

3.2  技术调解理论给技术评估带来新问题
从维贝克的老师汉斯·阿赫特豪斯（Hans Achterhuis）阐发的“道德物化”的新概念，到维贝克进一步发展其思想提出技术调解理论以来，学界对该理论的质疑可谓颇多。首先，技术调解理论可能导致技术削弱人类自由。由于技术调解理论主张人类行为会明确或有意识地受到技术的调节影响，甚至被技术控制，因此一些批评者认为，这会剥夺人类进行自主决策的机会，从而干涉人类的自由，而一旦从技术评估的角度对技术进行审视，那么每一项技术都将面临侵犯人类自由的指控（如**等[？] ）【补代表性文献至少一篇】。其次，技术调解理论可能导致技术威胁人类尊严。根据这些批判者的观点，如果根据技术调解理论，人类在在用物时总是被影响、被操纵，无法自由行事进而无法自由地践行价值，那么人类尊严将受到冒犯。正如康德指出，只有主动出于义务的行为才是道德的，仅符合义务，即被动按照技术中被设计好的义务行动的行为并不具有道德性[16]，因此，若人类并不是有意识地选择以某种方式行动，而仅是以技术设计者希望的方式行动，那么从技术评估的角度来看，每项技术都有着取消人类道德的风险。最后，技术调解理论可能放大对技术治理主义的恐慌。一些批评者指责技术调解理论试图通过设计者的技术活动来解决一些道德问题的想法涉嫌给设计者过度赋权，将会导致设计者拥有过多权力，引起专家治国和技术治理主义（如**等[？] ）【补代表性文献至少一篇】。因此，从技术评估的角度来看，每项技术都可能引起潜在技术专治的传播，技术评估也将变得更加审慎。

对于技术调解理论所面临的这些批判，维贝克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将技术道德化》进行了回应。首先，维贝克【补标引著录原始来源文献。注意如相关文献为图书，需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同一图书文献多次被引用的，每次引用的处应标注本次引用的具体页码】反驳当自由被限制时人类尊严不一定必然被攻击，他认为正如法律限制了人们的自由却并没有对人们的尊严构成威胁，人类行为以多种形式被决定，人类自由也以多种形式被限制。其次，维贝克【补标引著录原始来源文献。注意如相关文献为图书，需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同一图书文献多次被引用的，每次引用的处应标注本次引用的具体页码】指出关注到技术的调节作用实质上就是在接受那些暗含的责任，他认为既然我们已经看到技术总是影响人类行动与决策，不妨尝试给予这种影响以道德上可辩解的形式。最后，维贝克【补标引著录原始来源文献。注意如相关文献为图书，需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同一图书文献多次被引用的，每次引用的处应标注本次引用的具体页码】认为人们对于技术控制行为的抗议可以引起反省，道德性的物质化不能成为单个设计者的责任，既然设计者的行动和决策不可避免地具有公共影响，他们的工作应该服从于公共决策制定，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发展技术民主化的举措来预防技术专治，而不是一味地恐惧或躲避。但是，尽管维贝克已努力对技术调解理论受到的批判进行了辩驳，却并未解决将这一理论实际运用于技术评估中可能导致的问题。

3.3  技术伴随可能是对技术评估的颠覆
此外，还有一种批评意见指出，技术伴随的思路已经颠覆了旨在从独立和中立的角度研究传统技术评估，即推翻了传统技术评估一贯采用的“外部主义”或“自由主义”立场，这不是对技术评估的进一步发展或完善，而是对技术评估的脱离。关于从内部的技术伴随是否能够作为对当前技术评估程序的补充或替代，来自荷兰的学者巴斯·德布尔（Bas de Boer）、约内·霍克（Jonne Hoek）以及奥尔加·库迪纳（Olga Kudina）均认为可以对技术伴随进行两种不同的解读：强阅读和弱阅读，只有弱阅读才是当前（C）TA的增强，而强阅读则无法有意义地转化为eCTA。

这些学者指出，技术伴随方法从内部的规范性具有两种基础：现象学基础与存在主义基础[17]。弱阅读的核心是现象学规范性，而强阅读则同时包含了现象学规范性和存在主义规范性，要区分两种解读方式间的差别，首先需要理解这两种规范性。现象学的规范性是指可以通过辨别技术的中介作用来解释人工制品如何引导或影响人类的意图【确认此处为笔者的见解无引用；否则，补标引著录相关参考文献】。在现象学规范中，技术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人类的想法或行为，从而激发进一步的道德反思，这并未质疑特定技术本身的可取性而只是揭示了道德问题可能会在与人类相关的某种情况下如何出现，因此，现象学的规范性只是建立了一个初步的方向以便进行不同的价值审议。存在主义的规范性则需要人类参与技术，通过技术感知世界并与世界互动。在存在主义规范性中，人、技术和世界之间是共同构成的关系，这意味着一个人、一种技术媒介和世界的相关特征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由于它们的相互关联才出现的，人们的价值观以及对待技术的态度也是在与技术的互动中形成的【确认此处为笔者的见解无引用；否则，补标引著录相关参考文献】。因此，存在主义的规范性鼓励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实践以及对于技术的参与负责任，这样做的方法之一是通过研究技术的中介效应，告知包括设计者、政府以及用户们在内的公众们可能存在的技术中介性质，并向人们提供生活中出现的技术中介特征知识，这些知识能够帮助人们就如何将技术融入他们的生活这个问题作出明智的决定，从而更好地与技术进行互动【确认此处为笔者的见解无引用；否则，补标引著录相关参考文献】。这两种规范性相互暗示，但不完全相同，它们是一个不对称关系里的两个方面，从现象学的角度可以揭示我们是什么或可能是什么，从存在的角度则陈述我们应该参与。

批评者们认为，弱阅读可以作为对当前技术评估的补充和发展，而强阅读意味着人类在参与中需要不断发现自己的需求和期望，已不再能以客观视角对外部进行评估和分析（如**等[？] ）【补代表性文献至少一篇】；强阅读强调存在主义，关注人类与技术间的互构，鼓励人们通过与技术产生特定的联系来积极塑造未来（如**等[？] ）【补代表性文献至少一篇】，如果以强阅读的方式进行解读，技术伴随已经暗含了潜在的行动，而一旦它完全排除了外部主义立场的可能性，就已经不再是一种技术评估，也不再能称之为eCTA。

4  结论
至此，可以看出，维贝克的eCTA方法，旨在从人与技术关系的内部解决伦理问题。这一方法包含4原则：其一，技术评估调解人类的日常生活实践；其二，技术评估以伴随而非评估为框架；其三，技术评估在技术设计和技术使用中进行；其四，技术评估关注不同主体形式的道德责任。这些原则表明，eCTA方法关注在人与技术关系中所产生的人工物的道德性。

传统TA的运行模式只负责提供关于技术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或后果的预测信息，然而随着技术的日趋复杂，关于未来技术及其对社会影响的远见已变得不再可能。未来的技术评估需要在其评估程序中赋予技术新的社会意义，为技术的发展与使用提供方向以超越传统的结果主义范式，将注意力从“新技术的未来会带来什么”这样的预期性问题转移到“我们当前关于这些未来可能性的叙述”上。伦理建构性技术评估方法对技术的伦理影响以潜在的动态方式进行分析，而不是根据一套不变的、给定的伦理原则进行评估，满足于得到一个“是”或“否”的简单结论。

eCTA能否取代现有的伦理评估实践？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前的技术评估正面临结果主义危机，而伦理建构性的技术评估有望解决当下问题，为技术评估的未来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发展出更完备、更全面的技术评估是未来应对技术迭代越来越迅速、后果越来越难以预测的局面的要求。未来的技术评估需要具备综合分析、全面考量的能力，而伦理建构性是其不可忽略的方面。将技术的伦理影响考虑在内的建设性技术评估是技术评估未来发展的方向，对技术的影响进行更有说服力的评价将会是这个领域新的希望与未来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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